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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之民事责任

张 红

摘 要 规制性侵是一项涉及民法、刑法的综合性法律议题，性侵侵害的是性自主利

益，应纳入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性侵有性骚扰、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正常婚姻关系中侵害

性自主利益、强奸、猥亵、侮辱、强迫卖淫等类型。对性侵加害人课以民事责任是规制性侵的

重要方式。性侵认定之难点集中于婚姻关系中性侵之认定和欺诈型性侵之认定。随着社会发

展，婚内同居义务在弱化，夫与妻都享有独立的性自主利益，拒绝、强迫性行为理应成为离婚

的法定事由。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是否构成强奸可从行为性质欺骗、身份欺骗两方面进行判

定。欺诈而为的性行为并非皆构成侵权，法官需参酌行为人是否以性作为欺诈目的、受害人

受骗的诱因、行为人动机等。刑、民交叉案中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可行性，刑、民责

任评价体系各自独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4条民事责任具有优先性，应支持刑、民交叉案
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现有规范体系下，法释 [2012]21号文因违背上位法可不予适用，应扩
张解释《刑事诉讼法》第 99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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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oo”运动风靡全球，旨在鼓励性侵受害人勇敢维权，揭露被侵害事实，以遏制广泛存在的性
侵行为。但运动式的保护终不长久，亟待法律规制以管长远。应将性侵事件纳入法治轨道处理，特别是

对加害人课以民事责任，使加害人承担应有之法律后果。在民法体系中，性侵对象是性自主利益，即在法

律与道德范围内，以自我意志支配性利益，维护性尊严和性纯洁的新型人格利益 [1]（P61-62）[2]（P61），
此项权益已为德、美等国所肯认（Lawrence v. Texas. S39 vs 558[2003]）¬性是重要的人格要素，我国法

律对其进行了多重保护，如《刑法》第 236 条、第 237 条、第 246 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4 条，《民
法总则》第 109 条等，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横跨多个法域的性自主利益保护体系，但性自主利益保护
规范分散，且规范体系内部存有抵牾。《刑事诉讼法》第 99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2012]21 号文）第 138 条规定，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
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侵权责任法》第 4 条规定，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基于
该条精神损害赔偿可获得支持。对此，有学者认为刑、民竞合是法律评价上的重叠，是不同体系得出的

结果，两者无直接衔接关系 [3]（P32）。另有学者认为刑、民存在诸多交叉，可以相互影响 [4]（P48）。为
确定涉刑行为侵害性自主利益的赔偿范围，需要澄清刑、民之关系。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过分强调刑法对性自主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忽视民法的规范作用。民法关切的

缺失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周延保护，亦容易激发更激烈的对抗。司法实践中对性自主利益存在不保护、

¬ 如《德国民法典》第 825 条。



· 144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1 期

保护人格权、保护身体健康权、保护一般人格权四种裁判路径。此外，婚内性自主利益与同居义务的平

衡、因欺诈侵犯性自主利益之认定等亦是司法难点。对于涉刑行为侵害性自主利益应否赔偿抚慰金，有

结论对立的两种观点。基于此，本文展开如下：首先，归纳总结相关案例，运用类型化方法厘定性自主利

益的内涵，进而明确民法对其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保护路径。其次，解决司法难题，即探讨婚姻中

性自主利益与同居义务的平衡及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的认定标准。最后，基于对已有案例的统计归纳和

微观分析，回应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争议，并探讨精神损害赔偿的实现方式。

一、性侵案件类型及规范路径

现实生活中性侵行为形式多样，侵害性自主利益的表现形态各异。因侵权严重程度的差异，不同性

侵行为会触发不同的规范机制，类型化方法有助于厘清性侵之内涵，进而确定规范体系。在民事领域关

于性自主利益的立法阙如，需要明确通过何种路径保护性自主利益。

（一）民事和刑事领域的性侵

类型一，性骚扰。据 2011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工作、学习、劳动中遭受过性骚扰的
女性占 7.8% [5]（P13-14）。受害者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碍于权力上的压力和救济、求偿机制的不
健全¬，又因在社会生活中性骚扰常被认为是道德问题，受害人常常隐而不发。虽法无明定，但在司法实

践中已明确性骚扰为侵权行为。在“闫某诉齐某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4] 朝民初字第 05892
号民事判决书）中，齐某向闫某发送淫秽短信，闫某在警告齐某未取得效果后提起民事诉讼。法院认为

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齐某行为构成性骚扰，应承担法律责任。在“李某诉陈某案”（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 甬鄞江民初字第 224 号民事判决书）中，李某就职于某公司，一天该
公司经理陈某在宾馆内性骚扰了李某。法院认为自然人因身体健康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可向法

院诉请保护。由上两案可见，法院虽肯认性骚扰应由法律规制，但通过何种途径保护，有待商榷。

类型二，欺诈、诱惑侵害性自主利益。欺诈、诱惑型性侵害有别于滋扰型性侵害。此种情形下，侵权

人常通过捏造事实等手段欺骗他人，以期与受害人发生性关系，满足自己性需求 [6]（P318）。如“谌某诉
李某案”（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5] 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868 号民事判决书）中，李某隐瞒
已婚事实，并许诺与谌某结婚，随后两人同居。后来李某不辞而别，谌林以性自主利益受损为由提起诉

讼。法院认为李某隐瞒已婚事实，以致谌某基于错误信息与之同居，并怀孕、流产，严重侵害了谌某的人

格权，应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求。而在“宋某诉沈某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5 年朝民初字
第 28258 号民事判决书）中，沈某隐瞒已婚事实与宋某交往，并发生性关系，宋某获知实情后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贞操权（性自主利益）未见于制定法，不予支持。由上案可知，在司法实践中，性自主利益应否

受法律保护，仍存在争议。

类型三，婚姻正常存续期内配偶侵害性自主利益。在婚姻正常存续期，虽然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

主体 [7]（P55-60），但丈夫强制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则会侵犯妻子的性自主利益。在“严某诉梅某案”（重
庆市大足县人民法院 [2011] 足法民初字第 2462 号民事判决书）中，严某与梅某系夫妻，梅某性格暴躁，
不尊重梅某性自主利益，梅某依此向法院提起离婚之诉。在“陈某诉张某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4] 浦民一 [民] 初字第 22716 号民事判决书）中，陈某与张某婚后因感情不恰，无性生活，陈某以无
性生活为由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认为夫妻双方有无性生活是双方性自由的表现，夫妻一方不能以另一方

拒绝性行为而认定其存有过错。由上案可见，婚姻中的夫妻双方仍享有独立的性自主利益，且有受法律

保护的必要。

¬ 我国法律仅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0 条对性骚扰进行规定，受害者可以向单位和相关机构投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等行政法规中也仅是对性骚扰进行宣示性的规定，为不完全法条。对性骚扰的具体救济制度和求偿机制未作具

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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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四，强奸侵害性自主利益。有些违法行为在承担民事责任的同时又构成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6]

（P2），在“石某强奸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大刑二终字第 331号刑事裁定书）中，石某
强迫王某与之发生性关系。法院认为石某行为损害了王某的性自主利益，并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构成

强奸罪。除违背妇女意愿损害性自主利益外，为保障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成长 [8]（P38），应限制未成年
人的性允诺能力。如“陈某强奸案”（陕西省紫阳县人民法院 [2015] 紫刑初字第 00036 号刑事判决书）
中，陈某与幼女张某恋爱，并发生性关系。法院认为因幼女辨识能力、身体承受能力弱，没有性承诺能力，

无论其自愿与否，与之发生性关系均构成性侵。此外，婚姻非正常存续期内强奸亦是侵害性自主利益的

重要类型，在人格日益自觉之现代，对婚内强奸行为进行规制，诚值赞同。

类型五，猥亵、侮辱侵害性自主利益。《刑法修正案（九）》第 13 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罪不是倾向犯，不要求为满足刺激或

性欲的主观要件。基于立法，侮辱罪将受害者限于妇女，而猥亵罪未有此限，由此，同性猥亵、女对男之

猥亵亦在此列。在“黄某猥亵案”（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 [2016] 皖 0404 刑初 2 号刑事判决
书）中，杨某患精神分裂症，黄某为其冲服治病药物后，以按摩增强药效为由对其进行猥亵。法院认为黄

某侵害了杨某的性自主利益，构成强制猥亵罪。此外，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受侵犯现象十分常见，其中未

成年男童占据多数。

类型六，强迫卖淫侵害性自主利益。1999 年世界性学会通过的《性权宣言》强调个人享有性生活
之自主决定之能力，排除生活中任何形式的性强迫，被迫卖淫是性强迫的重要表现。在“李某强迫卖淫

罪案”（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5] 杭富刑初字第 451 号刑事判决书）中，李某违背陈某等意愿，以
言语威胁、殴打等方式多次强迫三被害人卖淫。法官认为李某行为侵害了三人的性自主利益。此外，针

对幼女这一特殊群体，除强迫卖淫侵害其性自主利益外，组织、引诱幼女卖淫亦构成侵权。

（二）性自主利益的民法保护路径

对于侵害性自主利益应否由民法保护以及通过何种路径保护，有学者认为，性自主利益无独立存

在之必要，对性自主利益之侵害可以通过名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来进行保护，或者由刑法规制 [9]

（P162）；亦有学者认为，性自主利益应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予以保护，对性骚扰和性犯罪予以法律规制
的中心价值就是保护性自主利益的权利本身 [10]（P99-133）；另有学者认为，性自主利益可通过一般人
格权予以保护 [11]（P81）。司法实践中，性自主利益法律保护路径可见表 1。

表 1 性自主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

编号 案件 案由 判决 保护模式

1
宋某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5]年朝民
初字第 28258号民事判决书）

沈某隐瞒已婚事实，与宋某

恋爱，并发生性关系。

贞操权法无明定，对其保护于法无

据。
不保护

2
郭某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5]朝民初
字第 03240号民事判决书）

曹某隐瞒已婚事实，与郭某

恋爱，致其怀孕。

曹某侵害了原告的人格权利，应承

担侵权责任。
人格权路径

3
冯某案（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韶
中法民一终字第 1166号民事判决书）

林某与精神障碍者冯某发生

数次性关系。
受害人身心健康受损，应予以赔偿。 身体健康权路径

4
江某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4]沪一
中民一 [民]终字第 2315号民事判决书）

江某隐瞒已婚事实，追求彭

某，并发生性关系。

江某对彭某的心理造成伤害，侵犯

了彭某的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路径

由表 1 可见，保护模式一，法官认为性自主利益立法阙如，无保护之必要；保护模式二，法官认为性
自主利益是人格权的内涵体现；保护模式三、保护模式四亦在人格权下进行保护，但更进一步明确为应

通过身体健康权保护或一般人格权保护。基于此，有必要澄清性自主利益是否由民法保护以及其应然

的保护路径。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的实践中，因受权利有名化的影响，受害人在遭受损害诉诸法律时，

需证明自己何种权利遭受损害，否则难以获得法律救济，例如模式一即因性自主利益法无明定而不予保

护。此外，为保持侵权法的开放性，全面保护民事主体之权益，利益亦在侵权法的射程之内。但在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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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民事主体常通过“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导致权利泛化。由此应构建确定的、有效的遴选机制，并

通过司法补足开放立法带来的不足。故法官在对性自主利益进行保护时，应加强理论论证，以避免严谨

的法律推理沦为臆造的游戏。

侵害性自主利益行为多发，应强化法律保护。在生活中，多见于性骚扰、欺诈、诱惑侵害性自主利益

者。据调查，在 1000 份问卷的统计中，遇到过性骚扰的人数总共达到 391 人 [12]（P26）。据“女童保护
组织”不完全统计，2013-2015 年间全国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 968 起，受害儿童达 1790 名 [13]，而

此仅为冰山一角。据该组织调查，2016 年平均每天曝光性侵儿童案 1.21 起，同比增长近三成 [14]。通过

对上述侵害性自主利益案件数量的统计可见，性自主利益受侵害情形十分常见。为应对该社会问题，使

受害人获得私法赔偿，周延保护其利益，性自主利益的私法保护不可或缺。

性自主利益关涉众多且重大的人格内涵，性自主利益之探讨应植根于我国文化的土壤。我国民众深

受贞操文化的影响，性自主利益备受民众重视。如在“黄某诉韩某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6]
京 02 民终 8725 号民事判决书）中，黄某认为韩某侵害了她的贞操，损害了其保持性纯洁的自豪感，且
中国男人仍有浓厚的处女情结，贞操受损会致其今后婚姻不顺。此观点虽为落后，但无疑会造成许多人

的内心恐慌。此外，性自主利益是行为自由、人格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自然人享有根据自己性需要选

择是否性交、与谁性交的权利，而强迫、欺骗等侵权手段会影响当事人性的自主选择，侵害其性自主利

益。再者，性自主利益关涉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如“周某强奸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 合
刑终字第 57 号刑事裁定书）中，周某强奸未成年少女，致其堕胎，受害者不敢上学、甚至不敢出门，精神
受到严重打击。

性自主利益应通过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如前所言，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通过生命健康权、身体权

对其进行保护。生命健康权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合称。身体权是自然人维护自身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并

支配自身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15]（P398）。虽侵害性自主利益常会导致身体健康遭受损伤，但
两者并无必然关联。侵害性自主利益时虽时常伴有暴力，但胁迫、欺骗等方式亦是侵害性自主利益的主

要手段，且一般不会损伤生命、健康。此外，就权利本体而言，生命健康权是物质性人格权，以人的生命

健康为客体，且一般不包括心理健康。而性自主利益的核心内容为性利益和性的自主支配，并以性纯洁、

性尊严与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强调的是精神性的人格要素。综上所述，性自主利益作为一项独立的人

格利益予以保护，是因为性自主利益具备了人格权所具有的价值基础，在法无明定时可透过一般人格权

之规定获得法律保护。

二、性侵之侵权责任认定

性侵在民法上侵害的是性自主利益，其作为新型人格利益尚没有明确的外延内涵，而且实践中有

诸多侵害性自主利益的情形，以致在司法裁判中存在诸多难题，主要表现为正常婚姻关系下侵害性自主

利益和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之侵权责任的认定困难。

（一）正常婚姻关系下侵害性自主利益之侵权责任认定

稳定的婚姻状态下，夫妻间负有同居义务，性义务是其内涵之一。性义务是指配偶间非基于正当

理由不得拒绝与另一方为性行为的义务 [16]（P228）[17]（P227）。既然夫妻间互负性义务，那么双方是否
享有性自主利益呢？如何实现夫妻间性自主利益的保护？婚姻与性关系紧密，夫妻双方互为性满足是婚

姻的应有内涵。康德认为，婚姻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 [18]

（P95-96）。丈夫和妻子不应该“禁绝与对方的性关系”[19]（P292），这就构成夫妻间的性义务。如在“于
某离婚案”（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2014] 开民初字第 428 号民事判决书）中，于某与刘某婚后，
无共同话题且无性生活，双方感情破裂后向法院提起离婚之诉。法院认为，人类繁衍是婚姻的社会属性，

性需求是婚姻的自然属性；婚姻双方应明白婚姻意味着同居，夫妻间互负性义务，否则可以选择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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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性义务的基础如下：婚姻本质的要求，家庭的生育功能，结婚允诺包含性允诺。

但随着社会发展，婚姻家庭功能日益多样化，夫妻别体主义出现，性与婚姻、生育产生了分离，为顺

应社会意识的变化，法律观念应与之相应而动。婚内性义务的产生是基于婚姻对双方的严格限制、家庭

的繁衍功能、性对婚姻生育的依附性，但这些已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在激荡变化、人格日渐自觉的现

在，在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情形下，大谈贞操、性的控制已是逆潮流而动，故随着夫妻间性义务的弱化，

法律已不能苛求、强制夫妻间互负性义务。

在域外，“妻子承诺论”是排除丈夫对妻子性自主利益侵害的重要学说。依此说，妻子在与丈夫达成

婚约时起即应奉献己身于丈夫。因该说过于强调“夫权”，本质上是在坚守夫妻一体说，该说已无社会基

础。1991 年，金斯爵士在审理 R 案时指出：“现代妻子不再是丈夫逆来顺受的性奴隶，而是平起平坐的
同伴。”[20]（P296）妇女已由被动的性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要求者，妻子无需对丈夫每一次性要求作出
肯定回应，可以拒绝任何不合时宜、不合情理的性要求。此外，概括性承诺的结果必将导向性自主利益

的放弃，性自主利益以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为价值内涵，是与生俱来、不可抛弃的权利类型。故从伦理、

法理上来说，婚姻允诺并不意味着性自主利益的放弃。

随着人格自觉等，性自主利益不断强化。婚姻应定位为基于伦理性的爱和摆脱孤独的需要而成立的

统一体，婚姻并不是为性而存在的，更多是配偶间的爱与依赖。施瓦布将共同生活义务类型化为共同生

活¬、对共同事物的料理、家庭用具和婚姻住宅的共同使用及辅佐和体谅，夫妻双方应平等选择伴侣关系

的方式 [21]（P63-67）。在其中难觅性之字眼，而更强调夫妻间的平等性。在美国“R 诉 R 案”中，法官认
为“婚姻是平等主体间的合伙关系，妻子不再是丈夫的私人物品”[22]（P50）。实践中，性义务常为婚内侵
害性利益的正当性说辞，亦为受害者选择默不作声的自我说服的理由。故有必要弱化深具人身依存性的

性义务，以宣示性自主利益的独立性。如果婚姻把女性沦为性暴力的合法牺牲品，则是对婚姻本质的亵

渎。在日益重视人格独立的时代，在稳定婚姻状态内，出于对夫妻一方独立人格的尊重，性义务在法律

上和婚姻契约上不能对抗性自主利益。

因立法阙如，在正常婚姻存续期间，受害者性自主利益保护成为难题。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
用法学研究所编写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规定，性暴力是侵权者强迫受害人以其感

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行为。但这限缩了夫妻间弱势群体

的性自主利益，仅认为强迫性行为的方式构成性暴力，事实上性自主利益对应的是愿与不愿的问题，而

不止于行为方式。且依《反家庭暴力法》第 2 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限制人
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如是只要丈夫以暴力、胁迫等方式

违背妻子意愿与之发生性行为，即构成家庭暴力，并适用家庭暴力的救济方法，亦可寻求民法上的救济。

婚内强迫性行为不仅可构成侵权责任，亦应构成法定离婚事由。如“赵某与唐某离婚案”（河北省衡

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2012] 衡桃民一初字第 196 号民事判决书）中，赵某与唐某系夫妻，被告长期实
施婚内性暴力，稍有不从即对原告予以殴打。原告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本案法院未支持原告诉请，

此有待商榷。虽然婚姻不是建立在性基础上的，但精力旺盛与和谐的性生活是婚姻幸福的四块基石之

一 [23]（P5），夫妻性生活是婚姻得以持续、美满的重要保障。故配偶一方可基于另一方长期拒绝性生活
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二）因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之侵权责任认定

由表 2 可见，三则案例皆因一方欺诈而致使另一方认知错误与之发生性关系，但法院在对此审判
时，分别归于刑事领域、民事领域、道德领域进行规制，并且判决结果差之甚大。由此，需明确因欺诈而

为性关系，何种情形下构成犯罪，何种情形下仅构成民事侵权以及何种情形下应由道德谴责。

¬ 此处的共同生活是指基于相互好感而产生的，随着夫妻双方的年龄、健康等要素，逐步转化为相互的生活义务和对婚姻的忠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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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的规制路径

案件 案情 判决

孙某案（河南省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新中刑一终字第 24号
刑事裁定书）

孙某利用迷信，

以“转基因、修

恋”为由，欺骗

女性与其发生性

关系。

孙某行为构成强

奸罪。

郭某案（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5]
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2868号民事判决书）

曹某隐瞒已婚事

实与郭某恋爱，

并发生性关系。

曹某行为有悖公

序良俗，有明显

过错，应承担侵

权责任。

黄某案（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2016] 京
02 民终 8725 号民事判
决书）

韩某以结婚为名

与黄某恋爱，诱

骗其与之发生性

关系。

黄某、韩某纠纷

属感情纠纷，法

律不予调整。

表 3 强奸侵害性自主利益案例中精神损害赔偿现状

判决书性质 数量 比重

支持者
民事判决书 36 42.30%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1 1.20%

否定者
民事判决书 18 21.20%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30 35.30%

《刑法》第 236 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在立法上、司法判决中
欺骗被认为是其他手段之一。但因男女交往中常会产生矛盾，“善意”的谎言成为感情的润滑剂，由此并

不能将所有的“骗奸”行为皆认定为强奸罪。归纳司法实践，我国仅承认利用迷信手段骗奸、利用或假冒

治病骗奸、冒充丈夫骗奸三种行为是强奸犯罪 [24]（P779）。此外，欺诈型强奸可分为行为属性欺骗和身
份欺骗 [25]（P115-117）。行为属性欺骗指犯罪人欺骗受害人，使其误将性行为认定为其他行为；身份欺
骗指犯罪人基于受害人对其身份的误认而与之发生性行为，且被冒用的身份应具备导向性行为发生的

可能。但现实社会中，常有人冒充公职人员等身份诱骗他人发生性行为，因此类身份欺诈中的身份不能

一概导致性行为的发生，且就个案而言亦不具有导致发生性行为的事实基础，故难以认定为强奸罪。所

以判断性侵应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时，应从当事人的行为性质欺骗、身份欺骗两方面衡量。

除刑事责任之外，因欺诈而为性行为时，亦可能是侵权或不道德行为。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

对道德争议进行规制时需采取积极确认违法性的判断标准。此外，因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的现象十分复

杂，侵权人主观心态、客观行为，受害人心态、所受损害等差异甚大，有必要借鉴动态系统理论对各具体

要件进行综合权衡，准许各具体要件强度互补。本文对因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的认定标准探讨如下：双

方进行性行为是否源于爱情和合意。爱情和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虽然生理冲动是恋爱的重要诱因与构

成因素，但性爱并非爱情的唯一目的，性爱的正当性源自爱意和合意。一方与另一方接触仅为性爱，并

使另一方产生误解而为性承诺，则构成侵权。此外，侵权者所为之欺骗应足以影响受害者判断，并且这

种判断标准应符合社会道德。如一方恶意隐瞒已婚事实与另一方恋爱，许诺与其结婚，并在交往过程中

与受害者发生性关系，如表 2 中的“郭某案”。但日常生活中，情侣在恋爱中海誓山盟时常存在，无论其
是否出于真心以及能否实现，不可能由法律来征讨恋爱中的负心汉，如在表 2 的“黄某案”中，韩某未婚，
与黄某相识多年，多有交流，具备感情基础，发生性关系后韩某虽虚假地允诺与黄某结婚，但婚姻并不是

爱情的必然发展方向，且双方存在多年感情基础，欺骗行为并不足以影响黄某的判断。此外，如若某男

士出于对某一女子的爱恋，虚报财产，女子出于虚荣与之恋爱并发生关系，因女子之判断标准并不合乎

一般道德准则并且对性处置较为轻率，此种情形并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此外，冒充富商、教授等骗色应构成侵权责任。此处分析需借助动态系统理论。其一，侵权人为骗色

而假冒身份，其动机违背善良风俗，应受法律规制。其行为亦构成欺骗行为，受害人虽可能出于轻率、爱

慕虚荣等受骗，但侵权人在故意、违法性等方面的强度足以补强受害人的轻率，可构成侵权。其二，在侵

权人冒充公务身份与受害人的交往中，存在骗财情形时，以《刑法》第 267 条诈骗罪予以刑事处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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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侵权人仅为骗色，则刑法不予保护。可见，在侵权人的相同行为下，刑法对财产的保护超过了对性

自主利益的保护。此种情形下，即需民法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填补

刑法对性自主利益的保护空缺。其三，在美国对以结婚为名骗奸女青年之情形，有学者称之为诡计性交，

受刑法调控 [26]（P19）。1956 年《英国性犯罪法》第 3 条第 1 款规定：某人以虚假借口或陈述的手段诱
使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都是一项犯罪行为。此外，巴西刑法规定以欺骗手段与正派妇女发生关系应受刑

罚 [27]（P117）。由此可见，在我国刑法失语的情形下，此类因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情形应构成侵权。

三、性侵之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

性侵受害者无疑会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其能得到何种类型的补偿关涉性侵受害者能否获得全面

保护。然则，在立法、司法上性侵受害者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存有争议，不利于全面保护受害者。其主

要原因在于，我国立法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存在较大分歧。

（一）刑、民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范与司法冲突

强奸、严重猥亵他人等侵权行为，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规制的重点。依《侵权责任法》

第 4 条、第 22 条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依文义，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当包含于内。但依《刑法》第 36 条、《刑事诉讼
法》第 99 条、法释 [2012]21 号文第 138 条规定，刑事犯罪的受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民事、刑事
立法上之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裁决思路，由表 3 可见一斑。
强奸是侵害性自主利益最严重的形式，亦是受害人最需要被救济的情形，面对严重侵权受害人能否

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讨论，更能体现我国民事、刑事的立法取向，更具有代表意义。本文于中国判决文

书网以“强奸 + 精神损害”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案例 373 则，择其中相关者 85 则，关于法院是否支
持因被强奸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统计，见表3。

由表 3 可见，强奸侵害性自主利益时，受害者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有两大观点相反
的判例群。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主要为民事判决，以《侵权责任法》第 4 条、第 22 条等为判决依
据；否定者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为主，其判决依据为《刑法》第 36 条、《刑事诉讼法》第 99 条、法释
[2012]21 号文第 138 条。针对此同案异判现象，有必要调和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的立法冲突，以使涉及
刑、民的案件同案同判。

（二）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执行可行性

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不能诉请精神损害赔偿之立法现状，作如下回应：其一，犯罪者

多为贫困群体，高额赔偿常沦为空判。其二，套用民法中精神损害条款，赔偿数额较高，被告人不能足额

履行，会造成缠讼现象。其三，受害者要价过高，致使被告索性就不赔偿，反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其四，刑

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赔付范围及法理不同¬。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回应主要有两方面，即精神损害赔偿

数额过高无法履行以及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存在本质区别。

归纳司法实践可见，因强奸侵害性自主利益，较少对受害者造成物质性的伤害，由此受害者仅能获

得很少的民事赔偿，详见表 4。由表 4可见，因强奸侵害性自主利益时，受害人获得的民事赔偿低于 1万
元的情形占据了 81.3%，而民事赔偿高于 1 万元的案件中，多是受害者遭受严重的身体创伤、甚至死亡
的情形，主要以医疗费、差旅费为赔偿类目。但因性侵未成年人者多为熟人，且多通过诱惑、欺骗方式进

行奸淫，受害者很少遭受物质性伤害，以致未成年人受性侵后很难获得民事赔偿，只有在被传染性病、怀

孕的情形下才能获得治病、引产之费用。这种判决方式忽视受害者精神上遭受的痛苦，而不予补偿，有

违损害填补原则。

¬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法办 [2011]159 号对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6039 号建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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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强奸案中的物质损害赔偿金额

民事赔偿数额 0 1-1000元 1000-1万元 1万元以上
案件数量 14 10 15 9
比重 29.20% 20.80% 31.30% 18.70%

表 5 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强奸案中精神损害赔偿金额

数额 0-1万元 1万元-3万元 3万元-5万元
数量 12 18 6
比重 33.30% 50.00% 16.70%

此外，侵权者能否履行判决与应否如此判决，并不在同一逻辑层面。法院依实在法作出判决，进而交

由执行机关执行，这是法院判决的一般逻辑。而最高人民法院出于执行困难之考虑，进而作出司法解释

来否定刑事附带民事的精神损害赔偿，存有逻辑错误。实际上，应当首先保护受害者利益，通过司法解

释弥补实在法的不周延性，并通过控制赔偿数额以及改进执行方式增强判决的可执行性。另外，从本文

对强奸案犯罪人的身份统计看，熟人作案为主，且强奸犯有稳定收入者亦不占少数，因此不能因噎废食，

从法律层面杜绝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此外，在已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之司法实践中，很少

发生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过高、受害人拒绝赔偿之情形，详见表 5¬。由表 5 可见，在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
民事诉讼中并未出现过高赔偿之情形，83.3% 的案例判赔金额在 3 万元以下。而对应的，依国家统计局
统计，2017 年全国人均年收入为 25974 元。故观司法实践，因强奸侵害性利益所判赔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并未出现最高人民法院担忧之情形，侵权者亦多有支付能力。

（三）刑、民责任关系的历史演变

由立法史可见，刑事附带民事之赔偿物质损害的规定始于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该条
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

几经修订，“物质损失”依旧是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性要件。在改革开放前，精神损害赔偿广受批判，且当

时我国深受苏联法的影响，认为精神无法用金钱衡量 [28]（P1）。可见在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立法之
时，立法者排除精神损害赔偿并非是严谨论断的结果。而现已时过境迁，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民事责任

承担的重要形式。此外，我国法已摆脱苏联法的影响，形成深具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将精神损害赔偿

排除在刑、民交叉案件赔偿范围之外的立法背景已荡然无存，而现有立法模式陷于立法惯性的窠臼，固

守原本模式，实属不当。

强奸罪受害人应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比较法上已属通例。在我国台湾地区，1964 年台上字第 540 号
判决：以受精神损害为原因请求赔偿者，限于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始得为之，未成年之女被诱奸者，致使

贞操，该被害之女子，固得以第 195 条第 1 项之规定，对加害人请求赔偿非财产上之损害。王泽鉴认为
刑事责任并不能排除民事责任之适用，事属必然，无庸详论。[29]（P181-207）在欧洲，刑罚与赔偿亦不能
相互取代。在 1994 年前，荷兰­和德国的部分法院认为判处被告监禁可以满足受害人赔偿请求。但在

1994 年 11 月 29 日，德国联邦法院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847 条做出“受害者希望获得精神安慰的愿
望应予以考虑，但是需要与国家实施惩罚的权力相区别”的判决 [30]（P747）。美国《侵权法重述》第 46
条规定，通过极端与恶劣行为故意或者莽撞地给他人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的人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极端与恶劣行为的认定标准为：对社区的一个正常成员讲述案件事实会激起他对行

为人的憎恶 [31]（P20-22），可见强奸俨然在恶劣行径之列。由上可见，世界通行之做法即区分损害补偿
与刑事惩罚，侵权人在遭受刑罚后仍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四）刑、民责任的衔接与互补

因侵犯性自主利益在民事领域可以获得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有些受害人可能出于经济等考量，故

意弱化受侵害之程度，以使原本刑事犯罪转化为民事侵权，造成刑事向民事逃逸之现象。在各国强奸都

¬ 排除因强奸致死情形下，犯罪人赔付死亡赔偿金的案例。

­ 如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 1975 年 10 月 22 日的判决：父亲以自杀威胁自己 18 岁的女儿与其进行性行为。法院认为判决父亲有罪足以构成对
受害人的安慰，故没有判处被告非物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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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报案率很低的犯罪，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发现，1979 年的强奸事件中有一半的受害者没有报案。另
有研究者估计实际发生的强奸事件是报案数字的 5-20 倍 [32]（P579）。在我国，依《法律年鉴》统计，每
年强奸案报案数为 4 万件左右，而另有超出强奸报案数 10 倍的强奸犯罪，这些受害者选择了隐忍。性
侵犯的报案率只有 7.6％，在各类案件的报案率中最低 [33]（P132）。面对性犯罪之特性，准许性犯罪中
的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会增加其维权的积极性，这更有利于打击性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刑法、民法的交叉有多种类型，竞合型刑、民交叉责任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犯罪侵害性自主利益即

属此种类型。刑、民责任经历了“从合并到分立，再从分立到理性融合”的总体趋势 [34]（P17）。就现有立
法而言，两者具有融合的可行性。首先，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并不相互排斥，《侵权责任法》第 4 条规定
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触犯刑法，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且民事责任具有优先适用性，两

者不相互排斥。精神性抚慰金不具惩罚功能，两者不能相互替代。民事责任之目的在于赔偿被害人所遭

受到的损害；刑事责任之目的在于惩罚、教化犯人，以预防犯罪及维持社会秩序 [8]（P2）。其次，在竞合
型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应分别受民法与刑法的评价。民事责任是受害人向侵权人诉

请赔偿的结果，刑事责任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运用公权力惩罚犯罪人的表现。两者源自不同的评价系

统，应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再者，从我国现有立法语境看，“先刑后民”的立法理念在刑事领域具

有支配地位，但其本质上是刑主民辅错误导向的立法体现，应建立以“刑民并行”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的基本原则 [35]（P75）。《侵权责任法》第 4 条、《公司法》第 214 条等明确了民事赔偿的优先性，并且
依循“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时代精神，民事赔偿数额不会对刑事责任造成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而

言，基于慎刑考量，犯罪人积极赔偿民事责任应视为悔过自新，是减轻其刑罚的参照因素之一。

然现有司法解释完全杜绝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受害人诉请精神损害赔偿之可能。由此，像猥亵、强

奸、强迫卖淫等侵害自由型犯罪，受害者在未遭受身体伤害情形下难以获得任何民事赔偿。面对该立

法现状，在修法之前需通过法释义学方法使受害者获得抚慰金。从法律位阶来看，《侵权责任法》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法律，而法释[2012]21号文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侵权责任
法》是上位法，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时无效。但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为特殊法，具有优先适用性。《刑事诉讼法》中所谓“物质损失”在刑法中有时亦被

表述为“财产损失”“经济损失”，与民事上“物质利益损害”“精神利益损害”并非严格对应。物质损失亦

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已遭受的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强奸常造成受害者应激性精神障碍，需要

长时间的心理调理，这表明精神损害可以成为间接物质损失。在“王某强奸案”（陕西省紫阳县人民法院

[2016] 陕 0924 刑初 71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王某性侵了未满 6 岁的赵某，赵某并无身体创伤和
传染某种疾病，但法院出于对其精神创伤治疗的费用考量，酌定王某赔偿赵某后续治疗费用。通过该案

可见，精神创伤可转化为物质损害，可借助后续医疗费用解释进《刑事诉讼法》中“物质损失”概念之内。

由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诉请可暂时由该途径获得支持。

四、以法律规制性侵

性侵侵害的是作为重要人格法益的性自主利益，以法律规制性侵，民法责无旁贷。有关性自主利益

保护，刑法、民法等部门法应共同构成规范体系，但刑、民之间对性自主利益的保护机制衔接不畅，主要

体现在对性自主利益的保护上，刑事犯罪、民事侵权的认定区分标准模糊以及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规范

冲突等方面。基于前述探讨，刑、民事责任共司性自主利益保护，应考虑以下因素，以达致体系周延。

其一，侵害性自主利益的侵权行为涉及刑事、民事两种责任。民事领域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性骚

扰、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婚姻正常存续期内侵害性自主利益；在刑事领域主要表现为强奸行为、猥亵侮

辱行为、强迫卖淫行为等侵害性自主利益。性自主利益是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重要内涵，悠关受害者

身心健康。性自主利益在刑法保护之外仍需民法规制，在民法上应透过一般人格权保护该项利益，依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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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格权之法律后果对加害人课以相应的民事责任。

其二，正常婚姻关系下，夫妻双方互负同居义务，其中包含性义务。但在男女平等、人格独立的现代，

性义务的拘束性在减弱，性自主利益的独立性不断强化。在稳定的婚姻关系下，强迫性行为构成家庭暴

力，拒绝和强迫性行为均理应视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应从当事人行为性质欺骗、身份欺骗等方面区分民

事侵权与刑事犯罪。法官在确定各种性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时应参酌以下因素：行为人是否以性作为欺诈

目的、欺诈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受害者判断、行为人的恶意程度等。如冒充富商等直接以骗色为目的之欺

诈性行为，应构成侵权。

其三，犯罪侵害性自主利益的责任承担涉及刑、民两方面，因法释 [2012]21 号文规定，犯罪侵害性自
主利益时，受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从统计数据看，准许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未出现因金

额过高侵权者无法履行而造成空判等情形。刑、民事责任互相不可替代，评价体系各自独立。依据《侵

权责任法》第 4 条，侵权责任具有优先性，因犯罪行为侵害性自主利益，受害者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请
应得到支持。在现有立法条件下，法释 [2012]21 号文因违背上位法而无效，应通过扩张解释《刑事诉讼
法》第 99 条中“物质损失”之概念，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诉请之一，以实现刑、民
责任的有效衔接，共司性自主利益保护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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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Liability to the Sex Invasion

Zhang Ho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are important personal interests.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tort concerning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xual harassment, infringement
of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because of fraud, infringement of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in normal
marriage, rape, obscene, insult, forced prostitu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exual purity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victims, security offered by civil law is necessary. In a normal
marriage, spouses enjoy independent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due to the abating of cohabitation
duty. Refusal of sexual life and forced sexual life can be reasons for divorce. Whether the infringement
of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because of fraud is recognized as rape can be deter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ceit of behaviors and deceit of identification. The infringement of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cannot always be recognized as a tort. Judges should approve the rights positively based on
whether the deceit is aimed at sexual interests, the motivation of victims and the degree of malice
with the help of active system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21s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2012, victims
cannot be compensated for their spiritual damage. However, some judges decide that victims should be
compensated for their spiritual damage. Judicial practice demonstrates that this is feasible. Because
the evaluating system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civil liabilities are separated and irreplaceable,
and because civil liabilities have priority, the spiritual damages should be supported. In the system
of present rules, the 21s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2012 is invalid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higher
laws. The spiritual damag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ext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icle 99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Keywords sex invasion; sexual autonomy interests; general personal right; tort liability; spiritual
damages compensation; the “Me Too”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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